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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期刊出的此篇“他山之石:百年之后话真知”,是两位资深科学工作者的悉心汇智之作。
文章反映了他们对人类与大自然关系问题上的一种长期关注和长期思考。“战天斗地”、“人定胜天”
是人们多年来引为自豪的两句口号。但历史的经验表明,人类有时会情不自禁地过分欣赏、过分自
信于自己已取得的技术能力,却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轻视、忽视了大自然时空造化的力量和规律。而
历史的教训则一再告诫我们,人们不可将“天”视为“敌”而总欲去“战而胜之”。人类似更应视“天”为
“友”,首先要善待它、尊重它,要与它顺应磨合、与它和谐相处,方是“待友之道”。近半个世纪来,人
们“吃透”了、顺应了、利用了“天体间的引力”,人类终于打开了通向宇宙的大门。但历史的经验表
明,“地上地下的诸力”,其存在方式、作用形式,可能更复杂、更隐蔽。这恰好说明,在对地球动“大手
术”、搞大工程时,更应“惟其难,故更要待其慎”了。这大概就是本文作者想传达给我们的信息吧!

　　本文论及的 3个工程案例均取材于前苏联。这
3 个改造自然的工程从策划到实施,前后经历过几
代人,甚至上百年的历程,有成千上万名科学家和

工程技术人员直接参与,但其结果,从今天看来,却
都匪夷所思,大出人们预料。笔者回顾此段历史,无
意于以历史旧帐,来数落前人认识上的失慎;恰恰
相反,却是想用历史和事实来说明,人类,包括科学
家,要经受多么大的曲折,才能获得对大自然的真
知。

一、工程案例 1:卡腊博加兹哥耳湾与里
海分割是一次事与愿违的地理外科手术

　　1. 工程策划的因由。里海面积 39. 5万 km2,是
世界上最大的湖泊和最大的鲟鱼产区。但 1929 年
起水位一直下降, 40 年代,水位下降了 3m,水面缩
小了 5. 3万 km2, 一些海湾消失,出现了一些新岛

屿。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的入海口处湖岸线后退了
20～30km,水的含盐量也提高了 1倍,捕鱼量减少,

装卸码头需要重新改建。
2. 一个重大的工程措施——封闭里海的巨大

天然“蒸发器”,以减少水份消耗,减缓里海水面下
降。里海的卡腊博加兹哥耳湾,面积 1. 8 万 km2,环

抱在干旱的沙漠中,客观上是一个巨大的蒸发器。
强烈的蒸发致使海湾与里海的水面出现 4m的落
差,里海水以每秒 200～300m3 的水量流入卡腊博
加兹哥耳湾。换言之,每年要从里海流走 6～9km3

的水。科学家们建议施行地理外科手术,把海湾和

里海封隔开。1977年苏联部长会议正式决议,修建
一个堤坝,将卡腊博加兹哥耳湾与里海分割开。
1980 年施工时,吸泥船只用了几个星期就把连接里
海和卡腊博加兹哥耳湾的水道成功堵死。当年 3

月,分割海湾的筑堤工程即告完成。堤体高出水面
3m。

3. 工程后果——分割后海湾环境发生了出乎
所料的巨变。当分割工程开始施工时,就曾有学者
预言, 5 年之后,卡腊博加兹哥耳湾将变为一片陆
地。而实际后果比此预言来得更快。1980年分割前

海湾的水面积为 5 031km2, 平均水深 1. 22m;分割
后至 1982年时,水面积就减为 1 744km2,水深降至
0. 47m;到 1983 年底,平均水深仅剩 0. 16m,面积仅
为 372km2。卡腊博加兹哥耳湾迅速干涸引发了一系
列未曾企及的严重后果:

( 1)丧失了一个巨大的天然化工厂。原先由于
海湾的蒸发作用,湾内积存了 480 亿吨的盐类(钠、
锰、钾、硼、碘) ,其中 1/ 3呈溶液态、2/ 3 为结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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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起采用提取盐溶液的工艺开采芒硝。1955～
1985年间共提取盐溶液 2. 6亿m3。硫酸钠采量一
度占全苏总产量的 40%。海湾干涸后,由于种种未
料及的新情况新难题,迫使生产停顿了。

( 2)里海失去了一个“淡化器”。往昔进入海湾
的里海水每年携带走里海水中的盐份 1. 3亿吨。这
个数字比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每年输入里海的盐
量还大,因而,卡腊博加兹哥耳湾的封闭,使里海失

去了一个消盐的“淡化器”。
( 3)增加了一个盐风暴污染源。盐风暴又称白

风暴,是尘暴的一种。形成盐风暴的主导自然要素
是地表大面积存在含盐的地表母质和强风天气;通
过地表风蚀形成盐暴。

( 4)得不偿失,事与愿违。海湾与里海分割后,

共“节约”了 35km3 的里海水,这个水量可以使里海
的水面提高 10cm。但是,水文学家系统地对里海进

行观察后发现,从 1978 年起,里海出现了新的情
况,水位不再下降反而在上升。1978年里海水面上
升 7cm, 1979年 32cm。1983年初,里海的水位较之
1977年共升高了 90cm。里海不再是水位下降为患,

而是水位上升成灾。升高的里海水淹没了许多岸边
的工业设施。1978 年到 1996年上半年,里海水面上
升了近 2. 5m,淹没了 200 万公顷农田,岸边线向陆
地推进了 20～40km,个别地段达 70km。阿特劳一地
就有 7 个居民点 127口油井和 510km的交通干线
被淹没。有专家估计,水面上升将持续到 2005年,

届时水位将再升高 1m;也有人说要到 2020年才会
停止上升。哈萨克斯坦国家紧急委员会呼吁要立即
采取措施。政府供水工程委员会官员认为,“唯一的
办法是筑起 1100km以上的堤坝”,为此要支出 35

亿美元。
4. 只能再走回头路。1984年 9月,即 1984 年

卡腊博加兹哥耳湾完全干涸后,在科研机关、学者、
采盐工人强烈要求的压力下,在人工分割海湾的堤
坝上,建成了一个向海湾引水的人工装置,由 11 条

直径为 1. 5m的引水管道组成。但此项工程实施后
里海水位每年仍上升约 15cm,巴库的滨海大道和
油田被淹,于是 1992年被迫只好走回头路,重新将
分割卡腊博加兹哥耳湾的人工堤坝打开,恢复了分
割工程前的本来自然面貌。土库曼火花报发表专
文,称这是“卡腊博加兹哥耳湾的第二次降生”。

二、工程案例 2:中亚地区扩大水浇地
工程导致的“咸海生态灾难”。此案
例展示了一盏警世红灯:巨大的成就
获得之时,巨大的副作用也不期而至

　　1. 工程的动因和预期目标。沙俄时期棉花一半
依赖进口。在中亚地区扩大水浇地植棉,是俄国几

代人的一个梦想。棉花生产要求高积温,这种自然
地理条件只存在于中亚、东哈萨克斯坦、外高加索
和俄罗斯及乌克兰的南部边缘地区。19世纪 80年
代俄罗斯的实业界人士开始在土库曼置地发展棉
花生产;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也在那里亲自划定了
2. 5万俄亩的棉田。1906年秋工程师萨佑诺夫提出
利用阿姆河水开发卡拉库姆东南部的设想。苏联成
立后加里宁于 1925年 2 月正式提出修建卡拉库姆
运河动议。一系列的科学考察和学术活动也相继展

开。1954年正式开工前以费斯曼、费多罗维奇等为
首的大批苏联学者和工程师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包
括极其艰苦的沙漠考察工作。工程目标是将流入咸
海的阿姆河和锡尔河的天然水流改道,变为水利体
系,以扩大水浇地植棉。这一工程方案的预期不仅
是学者和工程师们的科学构想,在那个年代,几乎
也是社会公众和专业人员“万众一心的期盼。

2. 巨大的成就。50年代开始的,扩大水浇地的
中亚农田水利工程,终于使植棉业成为当地的主产
业。水利灌溉使这个地区的农产品提高了 4倍。在

730万公顷的水浇地上,农业生产一度呈现过跃进
局面,棉花丰收,水稻也高产。1980年苏联的棉花年
产达 996 万吨, 占世界首位(为世界当时总产的
20% ) , 而咸海流域的棉花即占了全苏的 95%。当
时,全苏 40%的稻米, 25%的蔬菜和瓜类, 32%的葡
萄和水果也产于这里。十月革命前,中亚仅有 700

万人, 80 年代发展到 3 600万,人口增加了 5倍。这
也成为苏联在 70年代、80 年代报刊上一再宣扬的
巨大成就。当时的主导舆论是,如果没有这项咸海
流域的引水工程,这些辉煌成绩就不会有。

3. 企料不及的灾难性生态后果。咸海是个内陆

湖泊, 1930年到 1960年期间,阿姆河和锡尔河每年
流入咸海的水量平均 50km3,水面高度基本稳定。70
年代,注入咸海的水量平均减为 32. 2km3, 1980年
又减至仅 10km3。1987 年咸海流域的水浇地已发展
到 730 万公顷,基本上把河水用完了,以致再无河
水进入咸海,咸海的水面剧降了 13m,面积也从 6. 4

万 km2 减到了 2. 9 万 km2,海岸线后退 150km,总水
量减少了 60% ,含盐量达 30g/ L,提高了 2 倍,裸露
的湖底成了尘埃和盐粒的源生地,盐、沙尘常被强
风吹扬到百里之外。每年升入大气层的粉尘达
1 500～1 700 万吨, 咸海周围的土地,每公顷年均

沉降 520公斤的沙尘和盐份。加之当地水浇地植棉
时,使用了大量的化肥和杀虫剂,致使土壤每年洗
盐排出的洗盐水中含有大量的化肥、除莠剂、脱叶
剂和杀虫剂。而这些化工制剂又是保证单一棉花连
作制高产稳产必不可少的。咸海流域的居民世世代
代饮用的都是水渠水和水井水。这些饱含毒素的水
造成的大面积污染,给下游,也给当地人的生存造
成了严重的后果。当地人曾对笔者直言说,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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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产就是由这些杀人的化学制剂的刺刀支撑着的。
据地处下游的努库斯妇幼院院长告之,当地居民贫
血病不断增多,怀孕妇女没有一位不患贫血病的。
伤寒、肝炎、痢疾、食道癌、发育不全和婴儿夭折的
比例都很高。另据联合国 1996年的一份报告中披
露,属咸海流域的克考勒—奥尔达城儿童的得病率
1990 年每千人为 1 485 人次, 到 1994 年增加到 3

134人次。当地人已在劝告母亲不要用自己的乳汁
喂养婴儿,因为乳汁对有害物质有富集效应。美国

纽约明立大学的调查报告指出,如果婴儿被含毒母
乳喂养 1 年,他吸收的毒素总量将是 1个成人在 70

年中吸收总量的 100倍! 难怪不久前在哈萨克斯坦
举办的一次声讨咸海生态灾难的大型集会上,包括
文化名流、家庭妇女和学生儿童在内的社会各界人
士,用各种形式和语言,激烈地抨击生态灾难的制
造者。由法国人莫格兰和德斯唐执导的科教片《咸
海,杀人之海》,用纪实镜头反映了中亚咸海地区环
境恶化给居民造成的一系列苦难。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在一份报告中认为:“除了切尔诺贝利外,地球上

恐怕再也找不出像咸海流域这样生态灾害覆盖面
如此之广,涉及的人数如此之多的地区。”美国《选
萃》杂志称,“咸海危机”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
地处干旱沙漠的中亚,其早期的经济活动,不

论是游牧生存还是定居发展,都和水源密切相关。
当地人有句名言:“立命在水不在土”。历史上部族
间的争斗流血,时常就是为了水。历代的统治者都
把水的管理放在重要的位置,形成了“惜水如命”的
传统,也积累了节约用水的丰富经验。安息国首府
尼萨等一些古城和农业区,大都是在一些小河畔发
展起来的,因为这里不像大河有汛期泛滥,也无需
修大的干渠;座落在洪积扇前缘的水浇地,都有一

定坡度,构成天然排水条件,不会形成次生盐渍化
的危险。有的古国也地处大河流域,例如花拉子模
绿洲即在阿姆河下游三角洲上,这里地势平坦,水
势平稳,公元前 7世纪进入奴隶社会,公元 5～6 世
纪又成为中亚最大的封建氏族农业中心。花拉子模
绿洲上下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史都和农田水利有关。
本世纪的 50年代,这一地区的农业仍是一派兴旺
景象。被称做“疯癫之水”的阿姆河,用饱含泥沙的
河水肥沃了这里的农田,各种各样的传统作物,使
当地人过着富足的生活。1959年笔者在这里曾生活

过半年,印象深刻。但 30年后重访时,景况全非。为
了防治地下、地上的害虫、病毒争取高产,强大的工
业制造了千百种农药,包括泊来品,大量地、持续地
喷施在水浇地上。为了实现机械化采收棉花,也为
了避开早雪减产,飞机过量地喷撒脱叶剂。而且,当
地历史悠久的节水传统也被丢弃了。因为搞节水既
无“名气”,也无资金;而搞“世纪工程”可由莫斯科
拨款,且可名垂青史,可被人“大书特书”。历史一再

表明,长期来,“技术官僚”决策的共同倾向是重视
开源,忽视节流;往往只在引水上花费资金,在用水
上却粗放管理。愿“中亚咸海生态灾难”终将成为人
们“慎待自然,善待自然”的前车之鉴。

三、工程案例 3:圣彼得堡的防洪涝
工程,选择于得失之间

　　1. 决策背景——圣彼得堡素有洪涝之大患。本
世纪 50年代由普希金的长诗改编的《青铜骑士》芭
蕾舞剧上演时,曾轰动一时。舞台上震撼人心的大
水灾场面,是长诗中描述的 1824 年 11 月的洪灾。
那次水灾中,涅瓦河水位升高达 3. 75m,大部分市

区被淹, 569人丧生。别尔赫 1826年写的《圣彼得堡
水灾纪实录》,也描绘了 1824年 11月 7日的特大水
患。洪浪伴随着强风, 95艘船被抛上陆岸, 19座桥
梁、5 千幢房屋被毁,大树带根拔起,电线断路,火灾
频发,全城被宣布为战时状态。后来, 1955、1973、
1975、1986年也都出现过大洪涝灾难。

2. 决策思路和过程。彼得堡做为俄罗斯帝国的
首都,奠基在涅瓦河三角洲上,彼得大帝曾亲自为
建城进行过考察。传说他曾在一天清早起床时找不

到被泛水冲走的靴子,从中实地领略了水文状况。
1706 年彼得大帝下令沿河地段一律填高 3m,河边
取土坑遂形成了许多带状低洼地,随后又整修成为
密集的人工渠道。泛水时,众多的沟渠可以集水,缓
解危害。这是彼得堡对付洪泛的最早的措施。
长期以来,彼得堡人一直认为,水灾是源于涅

瓦河水排泄不畅形成的,即每当西风强劲时,芬兰
湾的水被风力所阻,把涅瓦河的排水“顶住”了,故
使河道中积累的水溢出两岸形成水患。1825 年,彼
得堡科学院名誉院士巴津提出设计,在芬兰湾中建

一个石质堤坝来消减水灾。他的方案涉及到坝体上
需开一个闸门以方便船舶过往,但终因众多专家不
赞成而作罢。时至本世纪的 70年代,正值苏联一系
列的“世纪工程”,如长达 1 400km的卡拉库姆运
河、“北水南调”等等正处在设计或施工的热潮中。
列宁格勒的工程师们又重提巴津的构想。很快,政
府做出了《关于修建工程设施保护列宁格勒城不受
水淹》的决议。总体设计师阿加拉科夫生前反对记
者使用“堤坝”这个字眼;他形容工程的结构像是一
把齿朝下的大梳子。长 25. 4km,留有 200m和 100m
宽的两个通道口,可方便海船和河船通行。为了不
妨碍水的自然环流,工程师们还建议在没有风浪
时,敞开预留的 12个通道口。一旦出现强风暴预
报,通道口用钢闸封闭,梳子就变成一体化的大坝。
坝高 8m,设计要求可承受任何天灾的袭击。

3. 决策中的争论和实践后的后果。工程方案公
布后,生态学家们就纷纷预言:被围起来的那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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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海湾将变成一个大阴沟,形同昆虫的“泄殖腔”;
涅瓦河排入海湾的水将不再是净水,会造成比水灾
更为可怕的灾难。一批文化人也以浪漫的口吻反对
这项工程:“列宁格勒失去了洪泛,就如同她不再有
白昼!”“威尼斯水城不是照样活生生的吗!”报刊杂
志、电视屏幕上都在“攻击”这个工程方案。尽管这
样,当时的苏共列宁格勒州委大权在握,坚决支持
市政府的决议,并很快开始施工。用钢铁和石块构
筑的坝体在芬兰湾中不断延伸,孤岛科特林变成了

半岛。但随后不久,围圈起的海湾中蓝绿藻大量繁
殖,岸边旅游海滩上空也开始飘荡着窒息性的气
味,生态灾难明显露头了。时至 80年代末,苏联解
体,对彼得堡恢复原名。新市长索布恰克随即坚决
支持反对建坝的人们。这个芬兰湾中尚未完工的大
坝遂告中止。

4. 生态惩罚后的新探索、新争论和新困境。承
受初步的生态惩罚后,科学家们对圣彼得堡水患成
因提出了新见解:认为涅瓦河泛滥是一系列水文气
象过程和特定自然地理条件下的综合性耦合。指出

大西洋北部有一个被称做冰岛低压的区域。它与墨
西哥湾暖流的洋流温水来临有关。大洋中这个区域
上空的大气被洋流加热,寒冷时节就形成气旋。气
旋中心的大气压比周边低,嘬住大量的海水;当气
旋转向波罗的海时,气旋减弱,把嘬住的水放掉,形
成 1m多高的波浪,在总水量不大的涅瓦河三角洲,

浪高可发展到 2. 5m。碰到强风,浪高可达至 3～
4m,甚至 5m。因此有一批学者始终都认为:未来的
水患不会由于“护卫工程”而消失。
现实的新难题是,芬兰湾中未完工的坝体在浪

涛冲蚀下影响了进入彼得堡港舰船的通道。市长索
布恰克曾打算向国际公告征求消除这个坝体的方

案并妥善处理由此引起的一系列复杂事态。但索氏
未竟其志而半途去职了。主张建坝的人们随后又得
到俄罗斯当任领导的支持,中央政府决议续建,指
令 2004年完工,并明令 1996年拨款 6 400 亿卢布;

但官复原位的工程总指挥实际仅得到 750亿卢布。
面对停工已达八年半的坝体,再加上资金的尴尬局
面, 这位工程负责人满腹怨言,担心“政治投机家”
最终都逃之夭夭,“责任全都落在我们这些专家的
身上”。
从“巴津设想”的提出到今天的现实, 170多年

来把科学构想变为实践的历程表明,以造福人类为
理想目标的科学设想,特别是干预自然,对大自然
要素格局搞重建改造的工程,不总是能一蹴而就、
如愿以偿的。时至今日,圣彼得堡的这项“半截子”
工程还仍然游离于得失利害的判识与选择之间,双
方许多参与争论的人都已过世,但仍难见旷日持久
的论战的终结。在未来的岁月中可能仍会不时出现
戏剧性的高潮。

四、几点启示

从上列三例大概可以看出,大凡一个重大工程
方案的出台,总会出现一些反对者,有时甚至出现
一个无形的反对人群,并不时搬出一堆数据,或罗
列一些事实依据,用审查、批判的眼光,以各种方式
公开非公开地予以非议。其实,这种情况,这种局面
本来是很自然、很正常,也是很健康的现象,大概古
今中外皆然。说明人们已经学会从不同的专业、不
同的视角,站在不同的层次上关注审视这类关系人
人、关系子孙后代的工程。因为科学史表明,一切正
确认知产生的过程,就是一个充满不同意见争论的
过程。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才是不正常的,而且是
有害的。因为,争论局面的形成往往可以使科学家、
工程策划者和设计人员面对各种非议,乃至否定性
的指责,但因此才会从中构建出一种警惕意识、危
机意识,从而会更细心斟酌、细心策划、精心施工,

以避免疏漏。反对的意见多半都含有合理的部分,
有助于杜绝考虑不周,有助于修正不合理、不可靠
的设计要素。还可以根据反对者的意见,制定对比
方案或预设替代、补救方案。当出现问题时,不至于
陡然面对“出乎意料”的危险,而束手无策。很显然,

那种“一言堂”的学风或仅靠单一学科“独断独行”
都是不健康的,甚至有害的。
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技术手段和试验设备的

进步, 20世纪的人类从宏观上,可以离开地球从宇
宙间跟踪观测地球表层的风云变幻,微观上可以在
纳米级上研究物质的结构。基因转移和克隆技术的
掌握,似乎使人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造世主”,新的
物种的“造物主”。但实际上,不管人类对自然界的
了解多么深刻,人类随着对大自然奥妙的每一次认
识上的深入,随着每次干预大自然的范围的扩大,
都同时铸就了一种新的盲目和无知,这是一种不因
主观愿望而存在的伴生物。人们可以生产出成千上
万种的化学制剂来杀灭“害虫”,使百万公顷的连片
棉田既无杂草生长也没有病虫危害,但相伴相随而
来的则是大面积大范围的天上无飞鸟、水中无游鱼
的“新景观”。假定人们在农作地上真有一天把全部
的作物都改造成昆虫不敢吃食、微生物也不能化解
的尤物,那么,这种人类唯我独存的景像难道就是
我们理想的追求吗? 显然,我们应从近百年来科技
手段进步的种种实践中吸取过份自信、过分自以为
是的教训,时时要审时度势、集思广益,要保持清醒
的头脑,不要在抗争自然界中走进不可自拔的盲
区。
大自然是个庞大的系统。这个运动着和发展着

的巨系统,在地球表层,不断接受着太阳辐射的能
量,并通过种种非生命物质元素的组合以及有生命

(下转第 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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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 灾

大洪水后的反思——关于长江中游防洪体系建设的初步
设想
Consideration to Establish the Flood Control System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Changjiang River

蔡述明
(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武汉　430077)

一、水灾是中国第一大灾,长江中游
历来就是重灾区

　　人类与洪水斗争贯穿着人类的历史过程。尽管
人类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科学技术有了很大的发
展,防洪体系的建设日趋完善,但水害为自然灾害
之首至今未变。2500年前的先秦时代,《管子·度地
篇》就说得一清二楚:“五害之属水为大”。目前全球
各种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洪涝占 40% ,热带气
旋占 20% ,干旱占 15% ,地震占 15% ,其余占 10% ,

可见水灾损失之严重性。
中国是一个水灾频发的国家。中国水量在空间

和时间上分布严重不均,占国土面积 53%的东南
部,其水资源占全国 93% ,且降水多集中于夏季,因
而大洪水频发,洪涝灾害年年有。由于长江沿纬线
方向东流入海,夏季,当我国东部季风区进入梅雨
季节后雨带常呈东西向,且来回摆动于大江南北,

一旦雨带滞留于长江上空或伴有强降水系统存在,

便可形成流域性的大洪水。所以长江中下游地区历

来就是中国水灾的重灾区。长江又是中国第一大
河,宜昌以上上游地区流域面积约 100 万平方公
里,宜昌以下中下游地区面积约 80万平方公里,其
中中游平原湖区 12. 5万平方公里,是长江洪涝灾
害最严重的地区,素有“万里长江险在荆江”之说。
历史资料统计表明,长江中游洪涝灾害越来越频
繁。自汉代至清末 2096年间曾发生大小水灾 214

次。唐代平均 18年 1次,宋、元两代 6 年 1次,明、清
4 年 1 次; 本世纪 30 至 40 年代平均两年半 1 次。
1931 年和 1954年的洪水都是历史罕见的流域性大
洪水。进入 80 年代以来, 洪涝灾害明显增多,如
1980、1982、1983、1989、1993、1995、1996 均为大的
洪涝年。1996 年武汉关超警戒水位长达 36 天,洪峰
水位高达 28. 66米,沿江不少堤防险象环生。近代
洪水的特点是常常出现小水量、高水位、大灾情,反
映了江湖环境状况日趋恶化。
今年( 1998)的长江洪水,是 1954 年以来最大

的一次全流域性洪水。主汛期 7至 8 月长江中下游
主要水文站洪量均超过 1954年,其中宜昌站 2 631

亿立方米,比 1954年多 136亿立方米;汉口站 3 446

(上接第 39 页)

物质进行着不停的能量交换和转化。人类是这个巨
系统中的重要的组成之一。但人类参与交换活动的
范畴不管多么广泛,对巨系统的影响不管多么深
刻,仍始终只是一个局部,并且不能违犯固有的规
则,不能超越合理的限度;否则,巨系统的强大的反
馈力和自我愈伤的功能,将会把“报复”这个苦涩的
果子,最后让人类自己来吞食的。科学家也好,政府
决策人也罢,在处理人和自然关系时,做了一点“蠢
事”“傻事”没有什么了不起,值不得大惊小怪。但正
直聪慧的科学家和决策者应该是直面现实,在意想
不到的新问题出现时,多看、多听、多思,把失算的
教训看成是求知的财富。任何诚实的人也逃脱不了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的规律,所追求的无非是“得

手多于失算”,以及在失算后获得新知。
“吃一堑,长一智”、“事后诸葛亮”本来就是人

们认识自然的一种方式,特别是做过一些违背自然
规律的事情以后;反思并不是忏悔而是一种觉悟,

因为大自然受制于多种因素,有许多奥妙,人们至
今尚未真正认识。任何一种人对自然干预的措施,

特别是大的工程,自然反馈的呈现往往要有一段时
间,有的要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不是一代人的时间
能看到结果的。上一代植下的“树”往往要到下一代
人才能尝出其“果”是“酸”是“甜”。因此,善于总结
自己的、前人的或别国的经验教训, 当“事后诸葛
亮”,势应成为我们每一个工程策划、设计者和决策
者的一堂必修课。 (责任编辑　蔡德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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